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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高质量协同发展的
理论建构与模式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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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高质量协同发展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本文以高

质量协同发展为逻辑主线，构建了“根理论—首位理论—次位理论—应用理论”四层递进的理论框架，以揭示国

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实现高质量协同发展的理论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高质量协同发展以差

异化的资源禀赋、功能定位和能力结构为互补基础，通过资源重组和能力互嵌实现耦合，由此实现指向高质量发

展战略目标的非线性增效。第二，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高质量协同发展的理论框架中，根理论从马克思主义政

治经济学出发确立协同发展的制度合法性基础，首位理论基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从所有制结构、分配制

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个层面构建协同发展的制度框架，次位理论基于分工与合作理论揭示市场逻辑推动

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协同发展的机制及其作用边界，应用理论基于协同治理理论解析目标兼容、决策权配置和利

益风险匹配三个维度下非线性增效的实现条件。第三，本文从耦合对象和耦合深度两个维度，将国有企业与民营

企业高质量协同发展模式划分为产业链分工模式、创新联合攻关模式、战略联盟模式和多元融合模式，为不同产

业条件和发展阶段下的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协同发展实践提供模式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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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以美国对华芯片出口管制为代表的外部技术封锁持续升级，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

成为关系国家安全的紧迫课题；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和战略性新

兴产业前瞻布局对企业能力提出了复合型要求。为推进产业链全链条自主替代、国内产业向全球

价值链中高端攀升，既需要国有企业在长周期基础研发和战略性资源配置上的定力与担当，又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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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民营企业在技术迭代和市场转化上的效率与敏锐。在战略导向和制度建设方面，党的二十届四

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坚

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

从法律和制度上保障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有效保护合法权益，发展壮大民营

经济。自 2025年 5月 20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从法律层面为国有企业

与民营企业公平竞争、协同发展提供了保障。然而，中国国有企业集中于能源、装备和基础设施

等战略性领域、民营企业集中于制造和服务等竞争性领域的垂直分工格局，在经济高速增长期依

靠上下游供需关系即可有效运转，但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和发展方式转型，这种以供需配套为主的

松散关联已不足以支撑创新链与价值链的深度耦合，两类企业在信任机制、利益分配和信息共享

等方面的壁垒制约其协同发展［1］。
学术界围绕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协同发展的探索已取得阶段性进展。第一，在协同发展的制

度合法性方面，现有研究从国有经济的二重属性［2］、共同利益与特殊利益的辩证关系［3］等角度

论证了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协同发展的理论基础。第二，在协同发展的效果检验方面，现有研究

发现，非国有经济发展对当地国有企业业绩具有正向影响［4］，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战略联盟能

够有效促进民营企业关键核心技术创新［5］，国有企业视角下的市场协同和民营企业视角下的研

发协同分别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获得高创新绩效的必要条件［6］。第三，在协同发展模式方面，

现有研究从股权投资、产业链供应链和科技创新等维度归纳了协同发展模式［7］。
然而，现有研究主要回答了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能否协同发展”“协同发展是否有效”“有

哪些协同发展模式”三类问题，对协同发展行为本身的深层机理关注不足。“制度上允许协同发

展”无法解释协同为何会在两类资源禀赋和治理逻辑迥异的企业中发生；“协同发展有效”也不

能解释协同何以从产业链上的松散配套递进到创新链上的联合攻关乃至资本层面的深度融合；按

协同发展领域所归纳的协同发展模式，并不能揭示不同模式之间的内在关系。协同发展的发生机

制、深化逻辑和实现条件三个关键问题在现有研究中尚未得到系统的理论解释。基于此，本文以

高质量协同发展为逻辑主线，从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管理学视角，构建一个能够解释国有

企业与民营企业高质量协同发展从发生到深化全过程的理论框架，并在此框架下提炼高质量协同

发展模式，分析各模式的耦合特征、治理机制和协同增效的逻辑。

相较于现有研究，本文的边际贡献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本文以高质量协同发展为逻辑主

线，构建了“根理论—首位理论—次位理论—应用理论”四层递进的理论框架，以揭示国有企业

与民营企业高质量协同发展的理论机制，并将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关系的研究从“是否应当协同

发展”的规范性讨论延伸到“如何协同发展”的操作性分析层面。第二，本文将“高质量”纳入

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协同发展的理论分析，弥补了现有研究关注协同发展的制度合法性和协同发

展效果、却较少区分协同发展关系质量和战略指向的不足，明确了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协同发展

的增量价值应指向产业链安全和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并揭示了其由资源互补转化为能力互嵌

和非线性增效的治理机制。第三，本文提出了按耦合深度递进排列的模式分类，不同于现有研究

按协同发展领域平行归纳模式的做法，揭示了不同高质量协同发展模式之间的递进关系及各自的

治理要求，并明确了各模式达到高质量协同的具体门槛。

二、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高质量协同发展的概念与内涵

（一）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高质量协同发展的概念辨析

在对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高质量协同发展的概念进行界定之前，本文先厘清几个描述国有企

业与民营企业关系的相近概念，如“共存”“共同发展”“合作”“协调”等术语，它们在语义上

有所相似，但对主体关系状态的刻画各有侧重。“共存”描述的是两类企业在同一经济体系中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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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的事实，强调的是各自存在的合法性，不涉及主体之间的互动。“共同发展”在“共存”的基

础上增加了发展维度，强调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实现各自增长，但“共同”主要指向两类企业的

并行发展，对各主体发展过程的刻画相对独立［3］。“合作”主要指两类企业在具体业务层面的联

合行动，涵盖股权投资、联合研发等领域。“协调”则侧重由外部力量对各方关系进行调节，主

要指向政府通过政策和制度安排来促进两类企业公平竞争与有序发展，其驱动力来自外部的制度

安排而非主体之间的自发互动。

以上概念从不同侧面描述了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关系的特定状态或特定行为，但均未能回答

一个核心问题：两类资源禀赋和治理逻辑迥异的企业，何以能够通过互动产生各自独立行动所无

法实现的增量价值？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需要引入“协同”概念。现有研究从两条理论脉络对

“协同”的概念进行了阐释。一是系统科学领域的协同学研究，关注系统内部多个子系统如何通

过相互作用产生单个子系统无法实现的整体效应［8］，其核心在于子系统之间的互动所引发的涌

现性结果。二是战略管理领域关于协同效应的研究，关注两个或多个业务单元或企业如何通过知

识共享、战略协调和资源共用等方式创造高于各自独立行动所产生的价值［9］。
综上所述，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高质量协同发展可从主体差异、互动过程和产出效应三个维

度进行界定。一是参与主体的异质性。协同产生非线性增效的前提是参与主体贡献异质且互补的

资源和能力，异质性是协同发生的必要条件。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资源禀赋、功能定位和能力

结构上的差异提供了协同的异质性基础。二是互动过程的耦合性。协同要求参与主体之间的资源

和能力是紧密耦合的，即发生实质性的资源重组和能力互嵌，而非保持各自独立的有限关联［10］。
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耦合一方面以两者在资源禀赋、功能定位和能力结构上的差异为互补基

础，另一方面体现为治理逻辑、决策机制和企业文化等差异化要素的有效衔接与整合。三是产出

效应的非线性。协同效果不是各参与主体贡献的简单叠加，而是通过异质性资源的重新组合产生

各自独立行动所无法实现的增量价值［9］。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互动中，这种非线性增效可

体现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产业链全链条贯通等。因此，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协同发展以异质性

为前提，以耦合性互动为协同发展特征，以非线性增效为协同发展成立的判据。

（二）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高质量协同发展的内涵辨析

现有研究在评估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协同发展的产出效应时，主要以企业竞争力、创新绩效

和经营效率等指标作为衡量标准［4-6］。这些指标虽然能够反映协同在微观层面的效率提升，但国

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协同发展所涉及的是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两种所有制形式的互动，其产

出效应具有超越企业边界的溢出性，除了能够提升企业的治理效能和经营绩效外，还能提升产业

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优化所有制结构和完善经济体制。因此，仅以上述指标衡量国有企业与民营

企业高质量协同发展，难以完整把握其多层次增量价值的内涵，也无法揭示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

高质量协同发展和一般企业协同发展在目标定位上的根本差异。

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协同发展关系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运行效能，因而其增量价值的

指向应当与国家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定位对齐。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高质量发展涵盖产业安全、自主创新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等多

重维度。因此，“高质量协同发展”中的“高质量”，正是以这一战略目标体系对协同增量价值作

出限定，要求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高质量协同发展产生的增量价值不能局限于参与企业各自经营

绩效的提升，还应在产业链安全、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等战略维度上产

生实质性贡献。

综上所述，本文将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高质量协同发展界定为：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以差异

化的资源禀赋、功能定位和能力结构为互补基础，通过资源重组和能力互嵌实现耦合，由此实现

指向高质量发展战略目标的非线性增效。

62



肖红军，张哲 . 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高质量协同发展的理论建构与模式创新

三、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高质量协同发展的理论基础

学术界从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管理学等视角对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协同发展展开探

讨，但不同学科对其为何发生、如何驱动、如何在微观层面运作等问题存在显著分歧，使得现有

研究难以形成统一的理论解释，因而本文有必要先进行学理层面的辨析。

（一）政治经济学视角：协同发展是制度安排的产物

政治经济学将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关系视为不同所有制形式之间的制度关系，并主要通过

考察所有制结构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适应性来阐释两类企业协同发展［7］。以此作为分析起点，

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协同发展问题本质上是制度安排问题，协同发展的制度合法性、制度框架、

驱动力和结合方式等均被置于这一制度安排框架下加以考察。

在协同发展的制度合法性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水

平的基本原理，说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历史必然性。从制度实践来看，

中国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经过社会主义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长期探索，逐步形成

并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安排。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与中国

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制度选择，共同为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高质量协同发展提供了制度合法性基

础［11］。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共同参与社会化生产和市场交换，并通过要素流动、产业分工和生

产经营活动形成广泛的经济联系。基于此，两类企业在功能定位、资源禀赋和经营方式等方面存

在差异，分工协作使双方能够利用彼此的资源和能力弥补自身不足，市场竞争则促使双方持续改

善经营效率和提升发展能力。在制度框架方面，“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

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两个毫不动摇”方针，共同确立了不同所有制经济

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制度导向，为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高质量协同发展指明了方向和边界。国

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需要在这一方向和边界下，通过发挥各自优势、增进功能互补实现共同发

展［12-13］。在协同发展的驱动力和结合方式方面，国家通过产业政策调整、市场准入开放和股权

多元化改革等方式推动两类企业协同，而两类企业的结合方式也随着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阶段性

调整而发生变化，从产业之间的外部分工演进至同领域的业务协作乃至企业内部的资本融合［3］。
综上所述，政治经济学对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协同机制的阐释基于一个核心假设，即协同发

展的发生和深化根本上取决于所有制制度和经济体制的安排与演化。从制度安排到企业行为需要

微观层面的动力机制和行为条件作为连接，而对这一连接机制的解释还需要结合市场运行和组织

治理层面的分析。

（二）西方经济学视角：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关系中的产业链分工与资源配置

西方经济学将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关系纳入资源优化配置与资源配置效率这一学科核心问

题的分析框架中，关注不同所有制企业在产业链中的分布、在要素市场中面临的竞争条件，以及

这些条件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机制。围绕这些问题，现有研究形成了两条分析路径。

从产业链垂直结构出发，现有研究分析了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关系，将其概括为“上游国

有企业主导关键产业、下游产业向民营企业竞争开放”的垂直结构［14］。在外需扩张阶段，两类

企业经由中间品需求、基础服务供给和产业链关联形成了相互依赖的市场联系［15-16］。另外，两

类企业在社会分工中具有互补性，围绕中间品价格、技术标准和市场规则展开竞争［17］，因而形

成了相互依存与市场约束并存的关系。从资源配置和公平竞争条件出发，现有研究分析了两类企

业的所有制差异如何影响资源配置效率。国有企业在融资、市场准入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民

营企业在信贷、要素获取等方面则面临某些约束［18］。这些约束削弱产业链分工格局的动态调整

能力，使产业链垂直结构存在从产业功能分工转化为身份性分割的风险。因此，西方经济学关于

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竞争的讨论，并不是局限于两类企业在同一产品市场中的直接竞争，而是指

63



2026年第7期（总第512期）

市场准入、要素获取和资源配置中的公平竞争条件。另外，学术界也开始关注两类企业在产业链

关联中的外溢效应，如“链主”国有企业可通过技术创新溢出、融资约束缓解等路径提升链上民

营企业创新能力［19］，供应链上下游创新协作也可能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提升作用［20］。
综上所述，西方经济学将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协同发展的分析从制度安排层面延伸到市场运

行层面，揭示了产业链分工、资源配置和公平竞争条件对两类企业关系的影响机制。现有研究仍

主要停留在市场联系和资源配置效率层面，对市场联系如何转化为协同发展动力、技术与创新外

溢如何持续、市场机制能够支撑协同发展深化到何种程度等问题解释不足。

（三）管理学视角：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协同发展的组织治理机制

管理学将关注点从制度安排和市场运行层面转向组织治理层面，试图回答在制度允许且市场

联系已经形成的情况下，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如何将资源互补和能力差异转化为稳定的协同发展

行为，并通过何种治理安排产生实际效果。围绕这一问题，现有研究揭示了三个基本认识。一是

协同发展不是资源简单汇集产生的结果，而是取决于协同发展条件与协同发展行为能否在组织治

理层面实现有效匹配。创新主体、知识共享和协同支持等条件与研发协同、生产协同和市场协同

等行为需要共同发挥作用才能产生高协同创新绩效，且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协同发展中发挥的

作用有所不同［6］。二是不同协同形式通过不同的治理路径产生效果。在战略联盟层面，国有企

业的耐心资本结构和人力资本优势有助于促进民营企业关键核心技术创新［5］。在资本融合层面，

国有资本参股和引入民营资本的效果均依赖资本融合后的具体治理安排、制衡机制、资源互补和

价值认同等条件［21-23］。三是国有企业多重使命属性也增加了协同治理的难度。国有企业同时受

到市场逻辑、政治逻辑和社会逻辑的复合影响，协同的治理安排必须容纳多元逻辑［24］。
综上所述，管理学将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高质量协同发展的分析从制度安排和市场运行层面

拓展到组织治理层面，回答了在微观层面如何实现协同发展的问题。管理学在“两类企业需要协

同发展”作为既定前提的基础上进行治理安排，对协同发展如何发生、驱动力源自何处等问题追

问不足，对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高质量协同发展区别于一般企业协同发展的特殊性及其承载的制

度意涵的探讨有待拓展。

（四）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高质量协同发展研究的理论分野与整合方向

以上三种理论视角分别从制度安排、市场运行和组织治理三个方面解释了国有企业与民营企

业协同发展的发生机制。政治经济学回答了协同发展何以具有制度合法性，西方经济学揭示了协

同发展发生的市场基础和资源配置条件，管理学则回答了协同发展在微观层面的治理安排。三者

虽指向同一现象的不同方面，但任何单一视角都未能对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高质量协同发展作出

完整解释。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高质量协同发展研究的三种理论视角比较如表1所示。

事实上，社会科学理论在围绕特定问题展开解释时，往往需要对自身框架不直接处理的其他

问题作出预设性假定。政治经济学在论证协同发展的制度合法性基础时，将协同发展行为视为制

表1　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高质量协同发展研究的三种理论视角比较

比较维度

分析起点

核心议题

协同机制

企业角色

解释边界

政治经济学视角

所有制结构与生产力发展水平

协同的制度合法性基础和方向

制度安排和发展战略推动

制度安排的承载者

未解释制度许可向实际协同发展
行为的转化机制

西方经济学视角

资源优化配置与资源配置效率

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如何形成产
业链分工，资源配置是否有效率
产业链垂直结构、资源配置和公
平竞争条件
具有差异化产权属性、资源禀赋
和行为特征的市场主体
较少解释协同驱动力和市场机制
边界

管理学视角

企业间合作的治理安排

协同在企业互动中的组织和实施
机制
协同发展条件与协同发展行为在
组织治理层面的匹配

治理机制的参与者和设计者

较少探究协同的制度基础和市场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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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逻辑的自然展开。管理学的实证研究表明，如果缺乏有效的治理安排和利益协调机制，相当比

例的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合作会停留在短期项目配合和浅层业务往来层面，若要进一步实现深度

耦合，则要求协同发展条件与协同发展行为在组织治理层面能够精确匹配。西方经济学在论证资

源互补性构成协同发展驱动力时，以市场机制能够有效运作为前提，但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要

素获取、市场准入和信息共享等方面存在结构性不平等和隐性壁垒，使得资源互补性并不能通过

市场交易转化为耦合性互动。管理学则是在“两类企业需要协同发展”的前提假设下，解释两者

之间的协同关系如何通过组织安排、利益协调和角色匹配得以实现，其处理的是协同条件向协同

行为转化的治理实现问题。

综上所述，对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高质量协同发展的理论解释，不能将政治经济学、西方经

济学和管理学视角割裂开来，也不能将三者并列铺陈，而应按照基础前提、制度条件、市场机制

和治理实现的逻辑递进展开。制度合法性构成协同发展的基础前提，但需要进一步转化为制度条

件；制度条件规定协同发展的方向和市场空间，但仍需解释协同驱动力和市场逻辑的边界；市场

机制揭示协同发展由产品供需、要素流动向创新能力跃升的过程；当协同发展进入长周期基础研

发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时，还需引入组织安排、利益协调和角色匹配等治理机制。

四、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高质量协同发展的理论建构

通过对不同学科视角的理论整合，以高质量协同发展为逻辑主线，本文构建了“根理论—首

位理论—次位理论—应用理论”四层递进的理论框架，以揭示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高质量协同发

展的理论机制，具体如图1所示。

  制度允许协同发展 ≠ 协同发展自动发生

潜在互补 ≠ 实际耦合性互动 

市场逻辑的作用边界 → 治理安排承接 

→ → 

    根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 协同发展为什么具有合法性？

    首位理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 —— 在什么制度框架下协同？

    次位理论：分工与合作理论 —— 市场逻辑的作用边界何在？

    

 

 

 

协同发展的制度合法性基础

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历史必然性

→ 协同发展的制度正当性

 

 

 

协同的目标指向

以生产力水平发展的实际提升为核心判据

→ 指向增量效应与高质量发展

所有制结构理论 

互补关系的制度塑造 

 

 

分配制度理论

协同发展各方利益的制度保障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协同发展市场环境的构建

产品供需层面 

产业链分工形成市场联系 

→ 效率协同 

要素流动层面 

公平竞争和动态配置 

→ 效率协同深化 

创新能力层面 

合作深化和能力整合 

→ 高质量协同 

  

应用理论：协同治理理论 —— 如何在组织治理层面实现？

国有企业多重使命属性（经济+政治+社会） → 协同治理的特殊性

目标兼容机制 

识别协同价值交汇点 

决策权配置机制 

按事项性质分配决策主导权 

利益风险匹配机制 

风险与能力对称分担 

图1　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高质量协同发展的理论机制

65



2026年第7期（总第512期）

根理论之所以为“根”，在于其提供了协同发展得以成立的基础前提和核心判据，后续关于

制度条件、市场机制和治理实现均不能脱离这一前提。首位理论之所以为“首位”，在于协同发

展的制度合法性基础必须首先转化为制度安排层面的功能定位、利益保障和市场秩序，市场层面

的协同分析也只能在这一制度框架中展开。次位理论之所以为“次位”，在于分工、竞争和合作

所形成的市场机制并不自行决定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协同发展的方向和边界，而是在既有制度条

件下解释两类企业如何展开不同深度的协同发展。应用理论则是在市场逻辑的作用边界明确之

后，在组织治理层面阐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如何通过具体治理安排实现资源重组、能力互嵌和

非线性增效。

（一）根理论：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高质量协同发展的制度合法性基础

围绕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关系，现有研究从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国有经济二重属性［2］等

角度论证了两类企业协同发展的制度正当性［11］。在此基础上，回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

本原理，根理论主要回答两个问题：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何以具有历史必然性，国有企业与民营

企业协同发展如何实现非线性增效，并产生各自独立行动所无法实现的增量价值。

⒈协同发展的所有制基础

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高质量协同发展的首要理论前提，在于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具有历史必

然性，而非对社会主义所有制原则的偏离。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人

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

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25］。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的多层次性决定

了单一所有制形式无法涵盖全部生产力发展需求，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具有历史必然性。

这种并存不是某个改革阶段的权宜安排，而是所有制演进规律决定的长期制度特征。马克思

在《资本论》中指出，股份公司中“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的现象，这“是资本再转化

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26］，不同所有制形式的并存和相互作用是所有制演进过程的组

成部分，其关系不是非此即彼的替代，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长期并存与渐进演进。从新中国

成立初期坚持单一公有制，到改革开放后逐步确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中

国所有制结构的每一次重大调整都遵循了这一基本逻辑［27］。因此，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历史

必然性和制度属性共同构成了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协同发展的制度合法性基础。

⒉非线性增效的生成逻辑

在确立了不同所有制经济并存的制度基础之后，还需要回答：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是各自独

立发展、互不干扰，还是能够通过协同发展实现非线性增效，并产生各自独立行动所无法实现的

增量价值？本文在概念界定中将“非线性增效”确定为协同发展成立的核心判据。马克思在《资

本论》中论述协作时指出，“单个劳动者的力量的机械总和，与许多人手同时共同完成同一不可

分割操作（例如举起重物、转绞车、清除道路上的障碍物等）所发挥的社会力量有本质的差别”

“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

力”［28］。马克思在此讨论的虽然是劳动者之间的协作，但其揭示的基本逻辑具有普遍性，多主体

力量的结合能够形成超越个体力量简单相加的集体生产力。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各自具备差异化

的资源和能力，当这些资源和能力通过有效的方式实现结合时，便能够实现非线性增效，并产生

各自独立行动所无法实现的增量价值。因此，协同发展的制度合法性不仅源于两类企业得以共存

的制度基础，还源于两者的结合能够创造出超越各自独立发展的增量价值。

基于对根理论的论证，可以得出关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高质量协同发展的两点认识。一方

面，协同发展的价值判断标准在于两类企业的互动是否推动了生产力水平的实际提升，是否实现

了非线性增效，并产生了各自独立行动所无法实现的增量价值，而非协同发展形式本身。另一方

面，协同发展的具体内容和形式不是固定的，而是随着生产力发展阶段的变化而动态调整。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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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阶段，两类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互动、互动应当达到何种深度，取决于该阶段生产力发展对所有

制关系提出的具体要求。但是，制度正当性只是协同发展发生的必要条件，制度允许和鼓励协同

发展，并不等于协同发展会在两类企业之间自动发生。两类企业的互补关系如何体现、协同发展

的增量价值指向何方，还需要进一步分析。

（二）首位理论：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高质量协同发展的制度框架

根理论确立了协同发展的制度合法性基础，但要转化为稳定的制度安排，还需要在社会主义

基本经济制度的框架内加以落实；两类企业的制度地位、利益基础和市场秩序，也需要在此基础

上由具体的制度加以规定。首位理论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为基础，将协同发展的制度合

法性具体化为主体功能、利益连接和市场秩序三个方面的制度安排，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国有企业

与民营企业高质量协同发展的制度框架。

⒈所有制结构理论对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互补关系的制度塑造

所有制结构理论规定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以何种制度地位和功能定位展开协同，两类企业的

互补关系并非自发形成的市场现象，而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安排主动塑造的结果。党的十九

届四中全会重申“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

展”，为两类企业的互动设定了制度框架，协同发展不是取消所有制差异，而是在保持各自制度

属性的前提下实现优势互补［12-13］。
这种制度塑造集中体现在对国有企业功能定位的差异化安排上。2015年，《关于国有企业功

能界定与分类的指导意见》将国有企业分为商业类和公益类，使国有经济功能在制度安排层面呈

现生产性、制度性和治理性特征［29］。国有企业在长周期基础研发、战略性资源配置和公共服务

供给等领域承担了民营企业难以替代的职能［7］。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也逐渐在资源禀赋和能力

结构上形成了差异：国有企业拥有充裕的资金、社会资本和高层次研发人才集聚优势，民营企业

则在企业家默会知识、市场化决策效率和创新产业化能力等方面具备比较优势。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这种制度塑造的互补结构对协同发展深度提出

了新的要求。传统的产业链上下游供需配套已不足以支撑创新链与价值链的深度互动。因此，所

有制结构理论不仅提供了协同发展的静态基础，也为后续市场层面的分工合作和能力互补规定了

主体功能边界。

⒉分配制度理论对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协同发展各方利益的制度保障

分配制度理论规定了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高质量协同发展的利益连接方式和持续运行条件。

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高质量协同从制度倡导下的合作关系转化为主体持续投入的深度协同，关键

在于参与主体的要素贡献能否获得合理回报，否则协同发展关系难以稳定。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将分配制度上升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明确要求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

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在协同发展关系中，国

有企业往往贡献长周期资本、战略性资源和制度信用，民营企业往往贡献高效迭代技术和商业化

经验，按要素贡献分配的制度安排为不同性质的投入建立了合法合理的回报机制。党的十八届三

中全会提出的“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则从产权保

护层面为非公有制资本参与协同消除了后顾之忧。这些制度安排针对协同发展实践中反复出现的

问题，即当利益分配机制不清晰或不公平时，民营企业缺乏深度参与的动力，协同发展就容易停

留在形式层面。因此，分配制度理论通过确立要素贡献与回报之间的对应关系，为深度协同发展

提供了利益层面的制度保障，也为后续市场层面的要素流动、合作深化和长期投入提供了必要的

激励基础。

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协同发展市场环境的构建

所有制结构理论塑造了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经济功能上的互补关系，分配制度理论保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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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的协同发展驱动力，但两类企业要想实现合作，还需要公平竞争、规范运行的市场环境。党

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升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提出建设

高标准市场体系，完善公平竞争制度，推进要素市场制度建设，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

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市场准入、公平竞争、产权保护和要素市场建设共同作用于平等进入、

对等交易、合理分工和跨所有制资源流动，为高质量协同发展提供了市场化实现通道。

上述制度安排的共同作用在于，为市场机制在跨所有制主体之间发挥作用提供制度前提。只

有在平等进入、竞争有序、产权可预期和要素可流动的条件下，价格信号、合同安排和市场机制

才可能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高质量协同发展中发挥作用。但是，市场机制的有效发挥并不是无

条件的，对于权属相对清晰、交易责任能够约定、价格信号能够形成的协同发展内容，市场机制

能够发挥较为充分的协调作用；对于难以完全定价、事前难以约定且需要长期投入和风险共担的

复杂协同发展内容，仅靠价格和合同难以完成充分协调，需要进一步与治理安排和治理机制相衔

接。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确立的制度条件，既为次位理论中的市场机制分析提供了制

度前提，也规定了市场机制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协同发展中的作用范围。

（三）次位理论：市场逻辑推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高质量协同发展的机制及其作用边界

首位理论构建了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高质量协同发展的制度框架，规定了两类企业展开协同

发展的制度地位、利益基础和市场秩序，但潜在互补如何转化为现实协同，市场机制能够支撑协

同深化到何种程度，在何种情形下需要引入治理安排，仍需要进一步回答。为回答以上问题，次

位理论在首位理论所确立的制度条件下转向市场层面的分析，以分工与合作理论为基础，从分工

互补、公平竞争和合作深化三个方面展开分析，揭示市场逻辑如何推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协同

发展由产品供需、要素流动向创新能力整合演进，并界定其作用边界。

⒈分工互补、公平竞争和合作深化：次位理论的市场逻辑

Smith在《国富论》中指出，交换能力引起劳动分工，分工的程度又受市场范围限制，说明

专业化分工必须以交换可能性和一定市场范围为前提［30］。Young进一步指出，分工不仅受既有

市场范围制约，还会反过来推动市场范围扩大，通过报酬递增推进分工深化［31］。因此，在国有

企业与民营企业关系中，两类企业需要通过产业链分工和市场交换，才能将资源禀赋、功能定位

和能力结构上的差异由潜在互补转化为现实的市场联系。

但是，产业链分工格局的形成并不等于分工关系能够有效运转。分工要持续有效，不仅需要

价格、订单和标准等市场信号协调产品流动，更需要资金、人才和技术等要素在不同主体之间顺

畅流动。各环节由谁承担、能否被替代、如何随市场条件而调整，取决于企业在成本、质量、技

术能力和创新潜力等方面的实际表现，而非所有制身份。因此，公平竞争的关键在于要素市场的

平等准入，要素能否突破身份锁定、流向能够被有效利用的企业，决定了既有产业链分工格局能

否动态调整。

要素自由流动解决的是通用资源在不同主体之间如何配置的问题，而当两类企业的相互依赖

超出标准化产品和一般要素的范围，转向专用性强、不确定性高且需要双方共同协作的领域时，

靠价格和合同等市场机制来协调的成本会大幅上升，并超出市场所能有效协调的范围［32］。此时，

需要借助介于市场交易与内部一体化之间的企业长期协作实现有效协调［33］。因此，专用资源层

面的协作并不是对分工和竞争的否定，而是在合作深化、相互依赖增强且市场交易难以充分协调

时，对复杂协同发展关系进行组织化处理的机制转换。对应到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关系中，当

协同发展进入创新能力层面，隐性知识转移、长周期联合研发和成果归属安排等问题难以通过标

准化交易解决，需要借助联合研发、战略联盟和资本融合等更稳定的合作安排来实现。

综上分析，分工互补、公平竞争和合作深化共同构成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高质量协同发展的

市场逻辑。其中，产品供需层面依赖产业链分工形成市场联系，要素流动层面依赖公平竞争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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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配置打破身份壁垒，创新能力层面依赖合作深化和能力整合。随着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高质量

协同发展从产品供需层面经要素流动层面推进至创新能力层面，不同机制发挥的主导作用会发生

变化。当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协同发展领域越接近产品交易和一般要素配置时，价格信号、合同

安排和市场机制越能发挥主导作用；而协同发展越向知识、技术和创新能力的整合层面深化，市

场机制越需要与更稳定的合作安排相结合。

⒉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协同发展从效率协同向高质量协同演进的市场逻辑及作用边界

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框架下，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遵循分工互补、公平竞争和合作深

化的市场逻辑展开协同发展。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演进，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高质量协同发展从

产品供需层面经要素流动层面推进至创新能力层面，依赖关系层层加深，所产生的增量价值也内

生地从微观效率提升上升到产业链安全和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的战略维度。

其一，产品供需层面的分工配合。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协同发展的最初形态建立在产业链上

下游的产品供需关系之上，这一分工格局在一定程度上是制度改革的产物。20世纪 90年代，国

有企业改革使国有企业从消费品制造和消费性服务等下游产业中逐步退出，在能源等上游关键产

业保持主导地位，到 2000 年左右初步形成了上游国有企业主导、下游民营企业竞争的产业格

局［15］。上游国有企业提供中间品和基础性服务，下游民营企业利用劳动力成本优势从事加工制

造和出口贸易。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民营企业出口迅速扩张，带动了对上游中间

品的需求，国有企业的利润率在 2001—2007年超过民营企业［14，16］。在劳动力成本较低和外需旺

盛的条件下，价格信号足以引导产业链上下游的产品供需调整，市场机制能够支撑这种以产品配

套为主的松散协同发展，协同发展产生的增量价值主要体现为交易成本降低和资源配置效率提

升，其贡献集中于参与主体的经营绩效，与当时以规模扩张为目标的发展阶段相适配。

其二，要素流动层面的跨所有制协同配置。产品供需层面的松散协同发展有赖于劳动力成本

较低和外需旺盛两个条件，当二者同时变化，协同发展便向要素流动层面演进。2008年国际金

融危机后，外需下降，叠加劳动力和土地成本上升，下游民营企业利润空间受到挤压，对上游国

有企业中间品的需求随之下降；而上游国有企业维持高于竞争水平的中间品定价，能源、金融和

电信等领域的准入管制又限制民营资本进入［15-16］，垄断定价对下游竞争力的挤压在劳动力成本

上升后开始显现，且即便降价也只是产业链上下游之间的利润分配转移，并不会提升产业链整体

效率。这就要求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协同发展必须转向要素流动层面的跨所有制协同配置，如让

资金流向回报率更高的投资领域，让技术人才在更贴近市场需求的场景中发挥作用，让基础研发

成果通过应用开发转化为实际产出。不同于产品交换，要素跨所有制流动受到金融体制、人事制

度和产业准入等制度约束，而民营企业在信贷融资、社会资本和要素配置等方面仍处劣势［18］。
在劳动力市场中，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仍存在制度性高工资、高福利和就业稳定等优

势，这也使民营企业难以仅依靠薪酬机制与国有企业竞争人才［34］。以上这些制度约束的共同特

征在于资源获取的机会与所有制身份绑定，价格信号在此失效，产业链分工格局的动态调整也受

到限制。但是，要素跨所有制流动障碍的消除不能仅靠价格调节完成，还需要平等准入、公平竞

争和要素市场化改革共同发挥作用。在此进程中，党的十七大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2015年以来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化解过剩产能、促进产业优化重组为重要内容，并与要

素市场化改革共同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要素跨所有制流动的障碍，资金、人才和技术等要

素在两类企业之间的流动已经成为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关系从产品配套走向要素协同的重要通

道。即便通道打通，协同发展产生的增量价值仍主要体现为产业链整体运转效率提升，贡献从单

一企业扩展到产业链整体，却也依然属于效率协同范畴。产业链在关键环节受制于人、核心技术

被“卡脖子”等问题并非资金、人才和技术等要素重新配置所能解决，这要求两类企业进一步在

知识和能力系统层面形成互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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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创新能力层面的跨所有制整合。随着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推进和关键技术外部

封锁加剧，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进一步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任务。国有企业依托制度优

势和长期资本积累从事基础研发和战略性技术储备，民营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激励制度从

事模仿创新和应用迭代，两类企业在各自擅长的领域积累技术能力。要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

控，就必须将从基础研发到工程化验证、再到市场化应用的链条打通，而该链条的不同环节恰好

分布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中。基础研发需要长周期投入和耐心资本，国有企业在这方面具有优势；

将研发成果转化为可量产产品则需要快速迭代和灵活激励，民营企业在这方面具有优势。因此，

两类企业围绕创新的协同已经超出了资金、人才和技术等要素配置的范畴，而是从知识溢出到默

会知识互补的协同。例如，国有工业体系长期在技术来源、人才溢出和产业链配套等方面为民营

企业的成长提供关键条件［35］。“链主”国有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溢出已经实质性地提升了链上民营

企业创新能力［19］。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战略联盟中的企业家群体之间的默会知识互补也已被证

实是联盟创新绩效的关键来源［36］。上述创新能力层面的协同是嵌入各自组织惯例中的隐性知识

与默会知识的深度整合，需要依托产业链上下游的纵向关联和战略联盟等特定的组织安排才能实

现，单纯市场主体之间的交换行为无法实现。具体而言，隐性知识的转移无法通过标准化合约完

成，长周期联合研发的风险分担无法依据市场定价，创新成果的归属在投入阶段就具有高度不确

定性，协同发展条件与协同发展行为需要在组织治理层面精确匹配才能产生高创新绩效［6］。
（四）应用理论：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高质量协同发展的治理逻辑与增效机制

随着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高质量协同发展从产品供需层面经要素流动层面推进至创新能力层

面，市场逻辑的作用边界逐渐显现，组织层面的治理安排越来越必要［32］。因此，国有企业与民

营企业高质量协同发展不再只是交易成本降低和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的问题，而是要在共同创新过

程中建立目标兼容机制、决策权配置机制和利益风险匹配机制，使分散于不同所有制企业中的资

本、技术、场景、工程化能力和市场化能力被重新组合为高于单个主体能力之和的协同能力。以

协同治理理论为基础，应用理论需要将前述制度方向、制度框架和市场驱动力进一步落实为企业

具体的治理安排，重点回答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高质量协同发展何以在微观层面实现，以及在何

种治理条件下由资源互补转化为能力互嵌和非线性增效。

⒈国有企业多重使命属性与协同治理的特殊性

国有企业兼具市场主体、政策工具和社会责任承担者三重属性，同时受市场逻辑、政治逻辑

和社会逻辑的复合影响，其组织运行机制与民营企业有所不同［24］。国有企业同时追求经济目标

和公共目标，会对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协同发展产生直接影响。例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

国有企业的投入动机往往包含产业安全的政策考量和技术能力的商业考量；在产业链协同中，国

有企业的资源配置行为受到产业政策方向和市场效率标准的双重约束。

基于此，民营企业难以按照一般企业合作的经验预判国有企业的决策逻辑，协同发展关系中

利益分配和风险分担的不确定性会增加；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协同发展的治理安排不能照搬一般

企业合作的治理方案，因为市场化契约安排和效率导向的绩效评估框架难以容纳国有企业多重使

命并存所产生的目标复杂性，协同治理必须突破单一委托代理框架，构建能够兼顾多重逻辑的治

理范式，实现经济目标与公共目标的兼容，降低国有企业多元逻辑并存带来的合作不确定性。

⒉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协同治理的一般机制

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目标导向上存在差异，目标函数的不一致导致绩效评估矛盾，并由此

引发决策权配置矛盾和利益风险不匹配，需要进行专门的治理安排。

其一，目标兼容机制。拥有不同使命的组织之间的合作锚点不在于消除目标差异，而在于识

别只有通过合作才能创造的协同价值［37］。例如，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高质量协同发展中，产

业链安全既是国有企业服务国家战略、落实战略安全功能的主要职责，也直接关系到民营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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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稳定和长期商业利益；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既是国有企业落实国家战略、履行核心功能的重

大责任，也是民营企业构筑技术壁垒和提升市场竞争力的途径。目标兼容机制的核心在于识别协

同价值交汇点，并围绕这些交汇领域建立共同的价值创造框架，并在绩效评估中使两类企业的贡

献都能得到合理回报。

其二，决策权配置机制。国有企业的重大经营管理事项通常需要先经党委会（或党组）研究

讨论，再由董事会或经理层作出决定；民营企业的经营决策则更强调市场响应和决策效率。两类

企业的决策机制在程序设置、决策周期和责任边界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当合作双方拥有差异化

的决策逻辑时，决策权配置的有效方式需要按事项性质分配决策主导权［38］，不同决策领域应由

相应逻辑主导。延伸到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协同发展关系中，涉及产业安全和战略方向的事项应

在国有企业使命框架下决策，涉及市场运营和商业化推进的事项则由双方按商业逻辑共同决策。

其三，利益风险匹配机制。决策权配置机制决定了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协同发展的行动空

间，利益风险匹配机制则决定了两类企业是否有足够的激励在其行动空间内尽责投入。国有企业

与民营企业的投入方式、承担风险的性质和预期回报的形态存在较大差异。有效的利益风险匹配

机制应当使风险由最有能力承担该风险的一方承担，收益与所承担的风险相匹配［39］。因此，国

有企业更适合承担政策风险和长周期投资风险，民营企业更适合承担市场波动风险和技术迭代风

险，利益分配相应地需要与各自的风险承担和贡献形态挂钩。只有风险承担、贡献形态与利益分

配形成内在一致的激励结构，双方的持续投入意愿才能得到保障，协同发展才具备可持续性。

⒊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协同发展的非线性增效生成逻辑

非线性增效由根理论确立核心判据、由首位理论规定指向、由次位理论揭示生成场域，并最

终在应用理论中通过组织治理机制加以实现。协同学和战略管理中的协同思想均表明，协同效应

不是资源投入后的线性相加，而是差异化要素通过深度互动产生的整体效应。因此，应用理论需

要回答当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不能仅依靠市场机制进行共同创新时，何以通过目标兼容机制、决

策权配置机制和利益风险匹配机制使两类企业的异质性资源重新组织为新的能力系统，从而形成

超越资源简单加总的增量价值。

其一，目标兼容机制将国有企业承担的产业链安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任务与民营企业提

升产品竞争力、扩大市场的经营诉求纳入协同发展目标，从而推动国家战略目标与市场经营目标

协同，实现非线性增效。国有企业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方面具有长期投入和重大工程组织优势，

民营企业则具备成果转化与市场应用能力。目标兼容机制把两类企业的不同诉求统一到共同创新

目标之下，使技术研发、工程应用和市场推广形成有效衔接的协同过程。由此形成的非线性增效

体现为协同既能够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又能够加快成果市场化应用，从而产生各自独立行动

所无法实现的增量价值。

其二，决策权配置机制通过明确不同环节的主导主体和责任边界，使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

优势能力在共同创新过程中有效衔接，从而产生单一主体难以实现的创新成果。关键核心技术攻

关通常需要经历基础研发、工程化验证、场景应用和市场推广等环节，前一环节形成的成果只有

顺利进入后一环节，才能转化为现实生产能力。由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不同创新环节的优势

不同，决策权配置机制可根据任务属性和能力要求确定主导权与责任分工，使国有企业的技术和

工程能力借助民营企业的场景反馈和市场化迭代进入应用环节，而民营企业捕捉的市场需求反过

来影响国有企业研发和工程组织。因此，两类企业在共同创新中可以实现能力互嵌，形成单个主

体难以独立具备的技术转化和产业化能力。

其三，利益风险匹配机制使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愿意将长期资本、核心技术、关键人才和市

场渠道等异质性资源投入到协同发展过程，形成持续积累的新能力。共同创新周期长、失败概率

高、成果归属不确定，如果投入、风险和利益不能匹配，两类企业对资源和能力的协同便缺乏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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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国有企业承担的长期投入和工程组织风险、民营企业承担的技术迭代和市场开拓风险，都能

够在收益分配和成果安排中得到对应体现。由此形成的非线性增效体现为两类企业在反复联合研

发、工程验证和市场反馈中积累出的新技术能力和组织能力，最终体现为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产

业链全链条贯通，进而提升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五、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高质量协同发展的模式创新

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协同在实践中呈现多种形态，从产业链上下游的供需配套，到围绕关键

核心技术的联合攻关、跨领域的战略性合作，再到不同所有制资本的融合，耦合对象和耦合深度

各不相同。然而，并非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都能够实现高质量协同发展。例如，

按市场价格采购产品、购买现成专利、短期项目外包等活动虽然也达成了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

合作，但本质上是一次性市场交易，不产生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独立行动所无法实现的增量价

值，也不涉及组织治理层面的深度互嵌与联动。高质量协同发展要求协同双方存在实质性的耦合

互动，治理机制能够突破浅层配套的表面状态，增量价值指向产业链安全、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

控等高质量发展战略目标。为区分满足上述条件的协同发展形态，本文从耦合对象和耦合深度

（即两类企业为实现协同的组织边界开放程度）两个维度划分高质量协同发展模式。在耦合对象

维度，产品供需关系可以通过常规的市场交易完成协调，新知识的联合创造和新技术的联合开发

则因其不可分割性和成果归属的复杂性而难以依靠市场机制自发完成，战略资源的长期绑定需要

超越逐次交易的承诺机制，资本和机制的融合更需要双方实质性的合作和不同制度逻辑的协调。

在耦合深度维度，对于任何一种耦合对象而言，都存在浅层的市场交易形式和深层的组织化协调

形式，前者停留在市场界面上，后者深入到联合决策、资源共享、风险共担乃至治理结构的相互

嵌入中。两个维度共同决定了协同发展的性质：耦合对象越难以通过市场交易完成，两类企业就

越需要以更深的耦合方式深入彼此的组织边界，由此在实践中分化出性质不同的高质量协同发展

模式。据此，本文提炼出四种高质量协同发展模式，为不同产业条件和发展阶段下的国有企业与

民营企业协同发展实践提供模式参照。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不同领域可以同时运用多种高质量

协同发展模式。

（一）产业链分工模式

产业链分工模式是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基于各自的功能定位，通过产业链上下游纵向互补形

成的高质量协同发展模式。国有企业凭借规模、资源和技术标准方面的优势居于产业链核心环

节；民营企业凭借灵活性和专业化能力聚焦细分环节，并围绕“链主”国有企业开展专业化分工

协作。该模式已在装备制造、航空航天和能源电力等领域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组织形态。例如，中

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大飞机总装制造中集聚了 188家国内供应商，其中一半以上为中小民

营企业［1］。
但是，产业链上下游合作并不必然属于高质量协同发展。国有企业按市场价格向民营企业采

购标准化产品、将非核心业务外包，这些仍是以价格信号为基础的一次性市场交易，不涉及组织

边界的相互开放，也难以形成能力建设效应。区分高质量协同发展与普通交易合作的关键在于，

“链主”国有企业是否承担产业链生态组织者功能。例如，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

公司（下文简称“通用技术集团”）建立 24大类关键采购物资清单，梳理形成机床产业链上游

1 218家供应商名单，并通过相关物资采购带动上游供应商发展［1］，这体现了“链主”国有企业

通过采购组织和供应链管理带动上游配套能力提升的作用。因此，产业链分工模式跨越高质量协

同发展门槛的关键在于，“链主”国有企业是否向链上民营企业输出技术标准、开放创新资源、

提供供应链金融服务，并通过协同发展使民营企业从简单的产品供应者成长为具有专业化能力的

协同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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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分工模式的耦合对象是产品供需关系，国有企业提供系统集成能力和战略性市场需

求，民营企业提供细分环节的专业化制造和服务能力，两类企业协同使产业链整体获得了任何一

方独立运作所不具备的完整性。在治理安排方面，该模式主要以市场交易为基础，由“链主”国

有企业发挥质量管理、供应商分级、标准体系和联合攻关方面的组织化协调作用，链上民营企业

仍保持独立的经营主体地位。在这种模式下，国有企业履行产业控制和安全支撑使命，必须依托

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民营企业参与补链强链也能获得稳定的市场收益，两类企

业的目标较容易兼容。因此，协同发展成效体现在产业链完整性和供应链韧性的提升上，“链

主”国有企业通过培育链上民营企业实现关键环节的自主替代，直接服务于产业安全。

（二）创新联合攻关模式

创新联合攻关模式是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围绕关键核心技术联合开发所形成的高质量协同发

展模式。相较于产业链分工模式，创新联合攻关模式要求两类企业将各自的知识、技术和研发能

力投入共同创新过程，耦合对象是尚未形成的、需要联合生产的新知识和新技术。现成专利交

易、委托研发、技术许可转让等活动虽然也涉及技术要素流动，但仍属于已有知识的市场化转

移；只有双方围绕尚不存在的新知识和新技术开展共同投入与共同创造，才能跨越创新联合攻关

模式的高质量协同发展门槛。

在具体实践中，创新联合攻关模式主要通过三种路径展开。一是联合科研攻关。国有企业与

民营企业围绕特定技术目标组建创新联合体或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如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与杭

州萧山红旗摩擦材料有限公司联合攻关大马力拖拉机摩擦材料，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组织包括

民营企业在内的产业链资源联合研制“复兴号”高原双源动力集中动车组。二是创新需求驱动。

国有企业作为战略性领域的大规模终端用户，通过重大项目投资为民营企业技术创新提供确定性

的市场预期，如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绿氢示范项目、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漂浮式海

上风电工程带动民营企业参与产业链协同。三是技术溢出。国有企业通过共性技术平台、创新基

金、研发资源开放等方式降低民营企业参与门槛，如通用技术集团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合

作设立联合基金，以“揭榜挂帅”机制吸引外部科研力量攻关数控机床共性技术。

相较于产业链分工模式，创新联合攻关模式在耦合对象和耦合深度上都有显著变化。在耦合

对象维度，知识和技术的联合生产所需资源具有不可分割性和成果归属的复杂性，价格机制难以

有效协调投入和收益分配，因而国有企业承担创新公共品供给和需求牵引的双重角色。在耦合深

度维度，两类企业之间从产业链分工模式中“链主”国有企业单向输出标准和资源，演进为围绕

共同技术目标的联合投入和协同决策，如共建研发平台、共担攻关风险、共同确定研发成果归

属、协商技术路线等，组织边界开放程度从产品交易延伸到研发过程的内部。因此，国有企业的

研发资源和长期资本优势与民营企业的市场感知和快速迭代能力形成互补，协同成效体现为产业

链安全和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直接服务于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国家战略目标。

（三）战略联盟模式

战略联盟模式是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保持各自独立法人地位和经营自主权的前提下，通过

签订协议或合同形成长期合作关系，实现资源共享、风险共担和优势互补的高质量协同发展模

式。相较于产业链分工模式、创新联合攻关模式，战略联盟模式下的协同发展不局限于产业链中

的产品供需或特定技术目标的联合攻关，而是在多个具体领域同时展开。例如，北京易华录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既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京东云计算有限公司等民营企业组建以产品共同研发为核

心的战略联盟，又与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数据堂（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民营企业

组建以产品共同经营为核心的战略联盟［36］，联盟关系覆盖了从研发到经营的多个环节。大部分

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签订框架合作协议，或者围绕单个项目开展短期合作，虽然在形式上也可能

冠以联盟之名，但如果协议关系没有转化为超越市场交易的资源共享、风险共担和协同决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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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跨越高质量协同发展门槛，也不构成本文所讨论的战略联盟模式。

在耦合对象维度，战略联盟模式从特定技术目标拓展为多领域资源和能力互嵌，联盟各方在

多个环节形成持续性相互依赖。在耦合深度维度，两类企业的组织边界虽然保持完整但已被契约

承诺关系实质性穿透，协同机制从创新联合攻关模式下的阶段性项目合作演进为基于长期协议的

资源共享和协同决策，并可通过专用性投资和声誉积累维持稳定关系。相较于民营企业单纯接受

国有资本参股，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组建战略联盟更能够促进民营企业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其作

用机制在于联盟中国有企业对民营企业耐心资本结构的优化和人力资本结构的升级［5］。因此，

战略联盟模式的非线性增效来自长期稳定关系，一次性市场交易或短期项目合作难以实现。在这

种模式下，国有企业借助民营企业补足市场灵活性和运营效率，民营企业则依托国有企业获取耐

心资本和战略资源支撑，最终实现跨领域能力互嵌和综合竞争力提升。

（四）多元融合模式

多元融合模式是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以股权结合为纽带，在资本、治理、管理和文化等多个

维度实现深度融合的高质量协同发展模式。相较于产业链分工模式、创新联合攻关模式、战略联

盟模式，多元融合模式下的组织边界不再构成协同发展约束，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在同一法人实

体内共处共治，协同发展从企业间外部合作转化为企业内部治理安排。在具体实践中，国有企业

引入民营资本，民营企业引入国有资本，以及双方共同出资设立合资公司等都属于该模式范畴。

例如，中国联通通过引入腾讯、百度、京东、阿里巴巴等民营战略投资者，完善了市场化决策机

制，在 5G布局、业务拓展和跨界融合方面取得了进展。但是，股权混合只是多元融合模式的形

式起点，只有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在治理机制和经营决策中实质性融合，才能跨越高质量协同发

展门槛；如果双方仍各行其是，或者民营资本行权率偏低且战略协同不足，则不属于本文所讨论

的多元融合模式。

多元融合模式是四种模式中组织边界开放程度最高的一种。在耦合对象维度，国有资本与民

营资本的结合使协同发展内容从企业之间的资源交换和能力互补延伸到企业内部的治理结构和经

营机制，耦合对象既包括资源和能力，也包括不同所有制资本背后的制度逻辑。在耦合深度维

度，真正实现高质量协同发展的资本融合需要在四个方面形成实质性的机制融合。一是在管理能

力方面，将国有企业规范治理和风险管控优势与民营企业市场响应和创新管理能力相结合。二是

在资源优势方面，实现国有资本规模优势、社会资本、要素配置与民营资本技术创新、市场网

络、经营机制的互补。三是在文化价值方面，推动国有企业长期发展和社会责任取向与民营企业

市场效率和灵活创新取向相兼容。四是在利益分配方面，通过员工持股、股权激励、跟投机制等

形式绑定不同资本利益，实现利益分配机制的市场化重构。在四种高质量协同发展模式中，多元

融合模式的目标兼容最为复杂，但若其机制融合得以有效运转，也更容易形成更深层次的资本优

势互补、效率提升和制度层面的协同发展。

六、研究结论与展望

在外部技术封锁持续升级和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双重背景下，本文聚焦国有企业

与民营企业高质量协同发展的理论建构和模式创新问题，得出如下研究结论。

首先，本文对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高质量协同发展进行了概念界定，将“协同”与“共存”

“共同发展”“合作”“协调”等描述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关系的相近概念加以区分，并将国有企

业与民营企业高质量协同发展界定为：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以差异化的资源禀赋、功能定位和能

力结构为互补基础，通过资源重组和能力互嵌实现耦合，由此实现指向高质量发展战略目标的非

线性增效。

其次，本文对现有关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协同发展的研究进行梳理和辨析，发现政治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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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西方经济学和管理学三个学科分别从制度安排、市场运行和组织治理三个维度对协同发展机

制作出了阐释，三个理论视角实际上存在逻辑衔接关系，制度分析的结论构成市场分析的前提，

市场分析的结论构成治理分析的起点，各理论视角对自身未涉及的问题以简化为前提假设，导致

现有研究尚未形成解释协同发展从发生到深化全过程的统一理论框架。这一发现构成了本文建立

跨学科递进式理论框架的直接依据。

再次，以高质量协同发展为逻辑主线，本文构建了“根理论—首位理论—次位理论—应用理

论”四层递进的理论框架，将协同发展的制度前提、高质量发展的方向约束、市场逻辑和治理实

现纳入一条贯通的解释链条，每一层以前一层的结论为前提展开分析。根理论从马克思主义政治

经济学出发确立协同发展的制度合法性基础；首位理论在此基础上构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框

架，阐明两类企业互补结构的制度来源和协同发展增量价值指向高质量发展的方向约束；次位理

论以首位理论所确立的制度条件为前提转向市场运行层面，基于分工与合作理论揭示市场逻辑推

动两类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机制及其作用边界；应用理论在次位理论识别出市场逻辑作用边界的基

础上分析组织治理层面的问题，基于协同治理理论阐明目标兼容机制、决策权配置机制和利益风

险匹配机制如何推动异质性资源由互补关系转化为能力互嵌，并进一步实现高质量协同发展意义

上的非线性增效。

最后，本文从耦合对象和耦合深度两个维度提炼了四种高质量协同发展模式，分别是产业链

分工模式、创新联合攻关模式、战略联盟模式和多元融合模式，为不同产业条件和发展阶段下的

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协同发展实践提供模式参照。四种模式从产品供需到所有权融合构成一条耦

合逐步加深的连续谱系，各自具有不同的治理安排、目标兼容条件和成效指向。在四种高质量协

同发展模式的分析中，本文分别明确了各模式跨越高质量协同发展的具体门槛。尽管其体现形式

有所不同，但共同判断标准是组织边界是否实质性开放，以及是否产生任何一方独立行动无法实

现的非线性增效。

本文围绕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高质量协同发展构建了理论框架，并提炼了四种高质量协同发

展模式，未来研究可在以下方面进一步深化。第一，本文主要从理论层面阐释了国有企业与民营

企业高质量协同发展的内在机制和深化逻辑，实践中不同产业、不同区域的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

协同发展在条件匹配和运行效果上可能存在显著差异，未来可通过比较案例研究或大样本实证分

析对各模式的适用条件和协同绩效作出更为细致的考察。第二，本文对高质量协同发展模式的分

析侧重于各自的耦合特征和运行逻辑，但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高质量协同发展模式可能随着产业

条件和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这种动态演进的路径和触发条件可在未来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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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Model Innovation for the High‑Quality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of State‑Owned and Private Enterprises

XIAO Hongjun1, ZHANG Zhe2

(1.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6, China;
2. School of Emergency Economics and Logistics, University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Langfang 065201, China)

Summary：As external technological blockades intensify and China transitions towar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nsuring 
industrial chain security and achieving independent control over critical core technologies increasingly require both types of 
enterprises to leverage their differentiated strengths and deepen synergy.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taking high‑quality 
synergy as its central analytical thread,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four‑level progressive theoretical framework comprising root, 
primary, secondary, and applied theories, reveals the theoretical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Es) 
and private enterprises achieve high‑quality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and identifies typical modes of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between them.

This study argues that high‑quality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between SOEs and private enterprises rests on their 
differentiated resource endowments and functional positions, proceeds through resource recombination and mutual 
capability embedding, and takes nonlinear incremental value directed towar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goals as its defining 
criterion. Centered on this core proposition, the study constructs a four‑level progressive theoretical framework to explain 
the mechanisms of high‑quality SOEs and private enterprise synergy. Root theory draws on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to 
explain the historical necessity of the coexistence of multiple ownership forms and the incremental logic through which 
cooperation creates collective productive force, thereby establishing the ownership legitimacy and value criterion of synergy; 
primary theory draws on the theory of China’s basic socialist economic system to construct an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for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ownership structure, distribution system, and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econdary 
theory draws on the theory of division of labor and cooperation to reveal the market logic through which SOEs and private 
enterprise synergy progressively deepens from product supply and factor mobility to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and the 
boundaries of that logic; applied theory draws on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theory to analyze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goal 
compatibility, decision right allocation, and benefit risk alignment produce nonlinear gains, revealing the governance 
mechanism that transforms heterogeneous resources from complementarity into mutual capability embedding.

Proceeding from the two perspectives of coupling object and coupling depth, the study proposes four modes of 
high‑quality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between SOEs and private enterprises: industrial‑chain division of labor, joint 
innovation, strategic alliance, and pluralistic integration. This study provides a systematic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of the 
mechanisms of occurrence, underlying logic, and conditions for realizing high‑quality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between 
SOEs and private enterprises. The four proposed modes provide a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mode selection and governance 
mechanism design under different industrial conditions and at different stages of development.
Key words：state‑owned enterprises； private enterprises； high‑quality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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